
法 商 研 究 StudiesinLawandBusiness
Vol.40 No.4(2023)

创新型国家与知识产权法

古籍点校科学版本的邻接权保护

彭 学 龙*

摘 要:随着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繁荣发展,古籍点校版本法律保护上的制度缺失逐渐凸

显。根据传统法理,单纯的古籍点校版本并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在比较法上,这类版

本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可纳入邻接权保护范围。德国著作权法、英国版权法和欧盟相关指令都

显示:对于已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经科学点校、批判性整理,最终形成与其在先版本有实质性区

别的新版本的,其点校者、整理者可主张科学版本权。以上权利虽主要针对古籍点校设立,但在

法理上亦可适用于其他公版作品。在我国著作权法中赋予古籍点校者、整理者与著作权内容相

当、保护期较短的邻接权,既可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又能充分保障古籍出版产业公正的竞争

秩序,为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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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后,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业迎来了繁荣发展时期。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加

大对优秀古籍整理项目的资助力度,催生了一大批精品力作。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专门设立了包含“中华典籍整理出版”的“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工程”专栏,组织重点古籍系统性保护的整理出版。与此同时,古籍点校版

本侵权案件频发,一度成为知识产权审判的热点话题,②同案不同判乃至裁判无章可循并非鲜

见。这严重影响到著作权的司法权威性和公信力,不利于古籍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就此而言,

国家加大对古籍点校整理的投入固然重要,而为其提供有效的权利保障和充分的市场激励才能

真正标本兼治。鉴此,笔者拟对古籍点校版本保护的制度安排做初步探讨,希冀为完善我国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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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权法治提供些许参考。

一、我国古籍点校版本保护的制度缺失与法理纷争

与其他版权市场不同,古籍点校整理出版的对象均属处于公共领域的作品,亦即公版作品。

无论是出版者还是从事点校整理的专家学者,对于古籍本身都无从主张著作权。但古籍点校整

理在智力要求和资金投入上,丝毫不逊色于对其他出版市场的投入。无论是基于保护古籍研究

者智力劳动的考量,还是出于鼓励投资、建立秩序和促进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现实需求,给予古

籍点校成果法律保护都势在必行。在实践中,古籍整理成果种类繁复、形式多样,应否以及如何

保护不能一概而论。其中,对古籍所包含篇目的取舍和顺序的编排,完全可以基于著作权法关于

汇编作品的规定,判定相关成果是否构成作品、其汇编者是否享有相应的权利。对于古籍作品中

的作者生平介绍和作品分析、点校说明和注释,亦可依据文字作品的要求认定其独创性的有无,

进而认定其是否受著作权的保护。① 这就是说,上述问题均可在现行著作权法律框架下得到妥

善解决。

因此,真正的难点、痛点、堵点还在于,单纯的点校成果能否被认定为作品抑或能否受到某种

与著作权相似的保护。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国现行法律就不存在保护点校成果的缺漏。

但持通说者认为,古籍点校成果因不具有独创性而不构成作品。其理由有二:(1)古籍点校的目

的在于复原古籍,点校者在主观上并无“独创”的意图;(2)古籍点校的选择极为有限,客观上无

“独创”的空间。② 尽管对于点校目的在于复原古籍是否必然意味着点校者在主观上并无独创意

图这一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论,但对于单纯点校成果难以被认定为作品几成定论。③ 事实上,点校

者必须忠实于其所理解的古籍原意这一点校意图本身并不足以完全否定点校成果的独创性。之

所以否定点校乃至其最终成果的独创性,主要是因为点校者独创的空间很小。进而言之,就忠于

原文而论,无论是古籍今译,还是英文汉译,都是如此,但这并不妨碍译文被认定为受著作权保护

的作品。在评价翻译优劣的标准中,“信达雅”被奉为圭臬,其中“信”就意味着必须忠于原文。而

译文之所以可以构成作品,是因为尚有“达”“雅”的创作空间。即便严守“信”的准则,译文亦有选

择不同乃至无限多种表达的可能性。那么,古籍点校呢?

应当承认,古籍点校独创或者选择空间确实不大,但也绝非全然没有。基于极为有限的“独
创”或者“选择”空间而形成的具备有限差异的不同古籍版本,在本质上亦反映了点校者的学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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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同时也离不开投资和基础设施的支撑。对于这种“独创”或者“选择”空间大小的考量,亦不

能无视成果类型的差异和相关版权市场的特殊性而只作泛泛之论。实际上,就传统作品而言,独
创性的大小亦因作品类型而存在差异。虚构小说的独创空间就远大于报告文学的独创空间,诗
歌、散文的独创性远高于各种实用性说明书的独创性。因此,在相关案件中,无论是作品构成,还
是侵权认定,人民法院都必须结合具体案情适用合理的独创性标准。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就
古籍点校而言,传统的独创性认定标准或许已不实用。就古籍出版而言,点校版本数量上不显著

的差异对于古籍精义的充分发掘和准确阐释往往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看似个别文

字和断句、标点的幽微区别,实则可能凝聚几代考古人的毕生心血,蕴含着古籍和传统文化研究

的巨大进展,预示着特定古籍版本点校的全新走向。也就是说,这种“独创”并非微不足道,相反,

其往往引发石破天惊的学术冲击波、产生洞察古今的文化穿透力、促成朝代重分和学派断代的新

依据。

这就说明,对古籍点校独创性的判断和点校工作智力贡献重要性的认定,并不能简单照搬传

统的粗放标准,而应启用分辨率更高的“显微镜”。按照这种新标准认定的古籍点校新成果,即便

不宜归入传统作品范畴,也应当纳入邻接权客体范围,作为制品受法律保护。之所以有作品与制

品的区分、传统著作权与新型邻接权的界别,并非因为其间存在不可逾越的法理障碍和逻辑鸿

沟,而主要是因为有特定时期、特定市场乃至特定国际情势下的政策考量和利益平衡。

不同版本、区别细微的古籍版本乃是古籍出版市场最核心的“内容”和最重要的支柱,也是古

籍出版市场区别于其他图书出版市场的关键所在。这决定了对古籍出版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需

要予以特殊关切。对此,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出于审理特定案件、解决特殊问题的应急之需仓促

提出了一些观点,而未经过法理上的充分论证和所涉利益的权衡取舍。这些观点或主张即便碰

巧解决了个别案件的特殊问题,但囿于“病理不清”“法理不明”,也并不具有作为审理所有相关案

件法理依据的普适性。概括起来,现有观点如下。

第一,古籍点校成果可以被认定为演绎作品。有判决书认定:“点校者综合完成标点、分段、

注释的智力成果整体产生的新版本作品形成了区别于古籍原本的独创性表达,构成演绎作品,应
受著作权法保护。”①抛开古籍中的注释不论,该判决书强调:“对于体量较大的章回体小说而言,

单纯的断句标点即存在取舍的创作空间”。②换言之,单纯断句标点后的古籍版本完全有可能构

成区别于古籍本身的新作品。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体量多大的章回体小说乃至一般古籍,其单

纯的点校成果才可以构成区别于古籍本身的新作品呢? 实际上,古籍的“体量”,只会造成“独创

性”量的叠加,而难以形成“独创性”质的变化。因此,这种观点对于解决古籍点校成果的保护问

题并无助益。

第二,具有独创性的点校、注释、辑录、汇编、补遗成果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点校、注
释、善本选择和佚诗、佚文辑集因受到点校者知识水平、文学功底和价值观的影响和客观条件的

限制而往往体现出点校者的独创性,与在极为有限的表达方式下复原古籍原意的古籍点校行为

存在本质的区别,由此形成的成果可以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③ 如前文所述,注释、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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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和补遗是否构成创作,其成果可否被认定为作品,根据现行著作权法即可作出判断。而单纯

的点校成果本身,能否构成作品或应受保护的其他成果,上述观点并未正面触及。但从上述论断

不难反推出,单纯的古籍点校行为不构成创作,其成果自不能被认定为作品。那么,不能被认定

为作品的古籍点校成果能否受到著作权以外的其他保护呢? 这也正是本文的终极追问,但上述

观点却对此保持沉默。
第三,古籍的点校、补遗等不产生演绎作品的,应当根据版式设计权保护出版者的利益。①

这一论断并非专门针对古籍点校,但亦隐含古籍点校成果可能构成演绎作品的判断。单就版式

设计权而言,其保护的客体即为“版式设计”,②难以将点校所及之断句、标点和字词选择、勘误囊

括在内。同时,亦有学者认为,利用版式设计权保护单纯的古籍点校成果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
保护门槛过低;其次,权利过于局限,不适应新传播媒介;最后,保护期限的计算方式不利于促进

古籍早日出版。③ 就总体而言,将版式设计权用于保护古籍点校成果很难获得好的保护效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学者建议,我国著作权法可借鉴《德国著作权法》关于科学版本权的规

定,增设一项“对特定版本的邻接权”,以保护古籍点校成果。④ 另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利用该项

权利保护古籍点校成果具有“显著的优越性”,理由如下:(1)其并不要求点校版本具有独创性;
(2)其排除著作人格权保护,实质上等同于著作财产权;(3)其以科学研究成果为前提条件,点校

形成的版本必须显著区别于既有版本;(4)其保护期限明显短于著作权保护期,并且以及时发表

为条件。⑤ 实际上,在德国法语境下,科学版本权并非单纯的财产权,而是与著作权一样,兼具财

产权和人身权属性,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科学版本保护权的保护期限只有25年。以下笔者试对

科学版本权的法理基础、权利属性、保护客体和权利内容做全面分析。

二、作为邻接权的科学版本权

早在18世纪末,德国境内各邦就开始关注古籍点校版本的保护问题。⑥ 现在整个欧盟及其

成员国乃至曾加入欧盟又于近年脱离欧盟的英国都已建立起可归入邻接权的版本权制度。
(一)著作权法语境下的古籍点校与点校版本

古籍整理出版究竟涵盖哪些工作? 又分别产生何种类型的成果呢? 在数字技术语境下,单
纯影印、扫描或通过其他技术手段进行排版复制并不产生新的成果。而对古籍加以评注、研究乃

至翻译、阐释而推出的著作,自可根据著作权法认定是否构成受保护的作品。作为古籍整理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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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性工作,“点校”才是本文的核心关切。“点校”可细分为“标点”与“校勘”,前者系为古书原文加

注标点、划分段落,后者则指用同一古籍的不同版本互相核对、考订文字篇章异同。此外,“校勘”
还有繁简之别:简式校勘只选一二种主要版本对校来客观记录异文,一般不作是非判断;繁难校

勘则在广采异本、判定是非的基础上择善校正底本文字。至于集校或会校,又比繁难校勘更进一

步,其旁征博引地对各种版本的异文深入研究,详尽之处形同学术论文。可见,简式校勘并不产

生有别于古籍原作的新成果,繁难校勘则可能形成有别于现有古籍版本的新版,而集校或会校则

完全可以成就新的作品。① 但集校、会校可能成就的新作品一般是对集校、会校所作的说明、分
析,可作为独立的作品受著作权保护,这明显区别于古籍作品本身。于是古籍点校版本的保护问

题集中表现为以下两点:(1)繁难校勘、集校或者会校而形成的古籍新版本身是否构成区别于该

古籍现有版本的新成果,(2)该新成果应否受到法律保护。
在西方国家,对古代典籍的校勘在具体形式上或许有别于我国,但同样面临由此形成的古籍

新版的法律保护问题。在德国学者看来,对或迟或早的古籍进行分析考证是历史学家的重要工

作。如果基于上述工作推出具有某种“独创性”或者附有考证内容的新版本,那么就会引发一个

问题,即出版者对于这类版本可否获得某种权利或专享某种利益? 换言之,出版者以及出版社是

否有权阻止第三方重印或者以其他方式利用此类版本? 在德国著作权法语境下,“古籍”实际上

意味着该作品或者文本处于公有领域。古籍整理出版主要表现为重现曾经湮没、丢失的文献,推
出已出版文本的新版。在西方国家启蒙时代,就有许多古籍被发掘出来重新出版。在现代欧洲,
则主要牵涉到处于公共领域的古籍整理出版。整理出版丢失、缺页的文献主要包括更正印刷错

误、比较不同版本的异文并作出取舍、进行增补和评注。就此而言,出版者的贡献主要在于文本

校勘,即删除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后人附会添加的文字、增补被他人擅自删除的内容。② 经过文本

校勘(包括文字取舍、增补)形成的古籍新版才是古籍点校版本保护的客体。对校勘的说明和对

古籍的解释、评注则在非所问。
早在1894年,德国普鲁士普通邦法就开始尝试给予古籍新版著作权保护。1936年,奥地利

著作权法首次在传统著作权之外提出邻接权概念。这就为古籍版本保护提供了新的路径。③

1965年《德国著作权法》第70条正式赋予科学版本整理者在性质上属于邻接权的版本权。④ 经

过多次修订,现行《德国著作权法》第70条规定:“不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或者文本的版本准用第

一部分规定而受到保护,但以该版本系科学整理的结果,且与该作品或者文本的先前已知版本存

在实质性区别为限。该权利由版本的整理者享有。该权利在特定版本出版之后25年消灭,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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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彭学龙、马得原:《古籍点校版权保护争点透析与进路探论》,《电子知识产权》2020年第11期。

Vgl.ManfredRehbinder,ZumRechtsschutzderHerausgabeHistorischerTexte,UFITA106(1987),255,

258,259.
Vgl.ManfredRehbinder,ZumRechtsschutzderHerausgabeHistorischerTexte,UFITA106(1987),255-

274.
Vgl.HaimoSchack,Urheberrecht—undUrhebervertragesrecht(8.Auflage),MohrSiebeckTübingen2017,

Rn.734.1965年《德国著作权法》第70条(科学版本)规定:“不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或者文本的版本准用第一部分的

规定而受到保护,但以该版本是科学整理的结果且与作品或者文本的先前已知版本存在实质性区别为限。该权利由

版本的整理者享有。该权利在特定版本出版之后10年消灭,但在制作之后10年,以特定版本在该期限内未出版为

限,该权利消灭。该期限依据第69条的规定计算。”



制作之后25年,以特定版本在该期限内未出版为限,该权利消灭”。① 其中,所谓“第一部分”是
指现行《德国著作权法》第1~69条关于著作权的规定。这就意味着,科学版本权虽然在法律属

性上被归入邻接权,但是在权利内容上则与同类作品的著作权完全相同,兼具人身权和财产权。
与此同时,《欧盟著作权与邻接权保护期指令》第5条亦有类似的规定。② 欧盟成员国随后将上

述规定转化为各自的国内法。③

(二)科学版本权作为邻接权的法理基础

为论证赋权科学版本整理者的正当性,学术界和实务界经过多方探索,提出了各种观点和学

说。最初并且一直影响各种立法方案的构想是直接以著作权保护笼而统之,但由于古籍版本与

传统的作品在基本理念和具体构成方面存在冲突,因此不加区分地给予古籍版本著作权保护明

显与通行法理相悖。实际上,在版本保护制度萌芽、演进的过程中,现代著作权和著作权法亦未

真正定型。正是基于古籍版本和其他亦难认定为作品的新型客体的保护需要,大陆法系国家才

在著作权法律体系的大框架内细分炉灶,建立起日益庞大的邻接权体系,由此促成宽泛意义上著

作权法理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同时捍卫了传统著作权纯正的“血统”。
邻接权原初的出现就旨在保护达不到作品要求的文化成果。这些成果对作品的传播具有决

定性意义,又与作品共享无形属性甚至共用有形载体,因而同样值得法律保护。④ 在邻接权制度

的设计和法理探索的过程中,出现了“相关权”“有关权”等诸多称谓。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立

法者的纠结和无奈,但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立法策略,其“主要原因还在于,承认新的权利一向会

出现各种阻力,将其类比于已获普遍认可的权利可减少阻力”。⑤ 古籍科学版本均系不折不扣的

文化成果,与古籍作品紧密关联,给予其法律保护对于促进和激励古籍发掘整理和出版传播、建
立公正高效的市场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德国的通说,基于立法目的和保护客体的不同,邻接权可以分为两种类型:(1)保护企业

经营成果亦即保护投资的邻接权。⑥ 就此而言,邻接权人的贡献在于将作品和其他内容进行加

工,供目标公众消费。法律设定这些权利的目的是保护投资并为从业者提供激励。由于投资最

终体现在产品上,因此著作权法将这些产品直接界定为权利客体,包括音像制品、广播信号和从

未出版的古籍作品首版。(2)给予科学版本整理者、摄影者和表演者报偿的邻接权。之所以确立

此类邻接权,是因为上述主体制作了新的“内容”,也就是科学版本、照片和艺术表演。尽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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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该条文的内容在范长军所译《德国著作权法》的基础上有所改动,对条文的解读亦参考了译本的注释和说

明。参见《德国著作权法》,范长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111页。
《欧盟著作权与邻接权保护期指令》第5条(批判性和科学研究性版本保护)规定:“成员国可以给予已进入

公有领域之作品的批判性和科学研究性新版本著作权保护。其保护期最高可达30年,从该版本首次发表之时起

算。”对此,李明德教授曾作介绍:“某些作品或者文本已超出著作权保护期或从未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但重新出版

这类作品的版本又体现了某种学术性或者科学性的分析,从而显著不同于以前的版本,则出版者对这类版本享有权

利”。参见李明德、闫文军、黄晖等:《欧盟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56页。

曾加入欧盟后又脱离欧盟的英国亦通过立法认可“版本权”。1996年《英国版权与邻接权条例》第16条第1
款规定:“任何将从未出版且已过保护期的作品首次出版者,依照下列规定,享有与版权相当的财产权,即出版权。”

Vgl.Dreier/Schulze/Dreier,6.Aufl.2018,UrhGVorbemerkungzu§70Rn.1.
[西班牙]德里亚·利普希克:《著作权与邻接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71~272页。

这类邻接权包括遗留作品首版权、表演举办者权、录音制品制作者权、广播组织权、数据库制作者权、新闻制

作者权和视频制作者权。



这些智力成果并不构成作品,因为它们并不具备著作权法所要求的个性和独创性,而只是对在先

作品推出了科学版本或进行了表演性阐释。它们因能满足民众某种文化消费需求而具有财产价

值,故法律将这种价值归于做出上述贡献的自然人。① 这样,依著作权法理,将科学版本权归入

邻接权,就不再有任何理论和制度上的障碍。这种权利旨在激励古籍研究者推出明显区别于现

有版本的新版,以便通过更丰富的版本,尽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全面再现或者呈现不为人知的原始

文本。与改编和演绎不同的是,科学整理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复原原始文本。不过,原始文本是否

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不是本研究要回答的问题。②

三、科学版本权的客体、内容与归属

科学版本权保护的乃是通过科学整理已进入公有领域的古籍而产生的、与该古籍在先版本

有实质性区别的新版本。这里所谓科学整理,是指依照科学方法在文本点校和忠于原作的基础

上尽可能再现原作的智力劳动和科研工作,③与我国古籍整理意义上的点校相当。同时,科学整

理明显有别于充分体现作者个性的“智力创作”,因而其成果不足以被认定为作品。④ 整理者如

果在原有文献基础上作出补充和评注,那么可能作为演绎者或者汇编者享有由此产生的演绎作

品或者汇编作品著作权。⑤ 也就是说,通过科学研究所形成的古籍新版之外的各种学术成果,只
要具备独创性,就可以作为独立的作品受到保护。这与我国古籍注释、今译以及编纂等情形大致

相仿。
(一)权利客体:科学版本及其构成要件

特定科学版本受保护的前提条件是,其必须与所整理“作品或文本的先前已知版本存在实质

性区别”。⑥ 这就意味着,并非只有首次整理形成的版本才受保护。基于后续研究而推出的新

版,只要与已知在先版本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就可获得保护。换言之,与先前版本无实质性区别

的版本,其整理者不仅难以主张科学版本权,而且可能侵犯在先整理者的权利。⑦ 如此的制度设

计既能有效保护业已形成的科学版本,又可防止在先整理者基于其科学版本权阻止后续研究推

陈出新、整理出新版本。尽管德国法上的科学版本本身不足以被认定为作品意义上的表达,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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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Vgl.Rehbinder/Peukert,UrheberrechtundverwandteSchutzrechte(18.Auflage),VerlagC.H.BeckoHG
2018,Rn.642,643.

Vgl.ManfredRehbinder,ZumRechtsschutzderHerausgabeHistorischerTexte,UFITA106(1987),255,

270.
Vgl.BGHGRUR1975,668-Reichswehrprozess.
《德国著作权法》第2条第2款规定:“在本法语境下,作品仅限于自然人个性化的创作。”

Vgl.HaimoSchack,Urheberrecht—undUrhebervertragesrecht(8.Auflage),MohrSiebeckTübingen2017,

Rn.737;Rehbinder/Peukert,UrheberrechtundverwandteSchutzrechte(18.Auflage),VerlagC.H.BeckoHG2018,

Rn.651.
与所整理“作品或文本先前已知版本存在实质性区别”,在《德国著作权法》第70条中的原文为“wesentlich

vondenbisherbekanntenAusgabenderWerkeoderTexteunterscheiden”。其中,“wesentlich”意谓“本质的”“主要的”

和“基本的”,本文译为“实质性的”。

Vgl.HaimoSchack,Urheberrecht—undUrhebervertragesrecht(8.Auflage),MohrSiebeckTübingen2017,

Rn.735.



校活动能在相当程度上丰富、澄清古籍或文本的表达形式。毋庸置疑,鼓励同一古籍多种版本行

世,对于最大限度地挖掘、阐释和传播古籍所蕴含的思想观点和文化内涵大有助益。反言之,如
果在先整理者仅凭其科学版本权就可阻止他人推出新版本,那么这一权利就会“异化”为对已进

入公有领域之古籍或者在先版本的著作权,从而侵蚀公共领域、损害公众利益。这就完全背离了

立法者设立科学版本权的初衷。
总体而言,科学版本权的客体仅限于特定的科学版本而非作品本身。在科学版本权保护期

内,他人既可基于作品或者文本通过科学整理活动推出新版本,也可进行无须征得在先权利人同

意的改写,只要这种整理或者改写不足以被认定为必须征得在先权利人同意的改写,整理者或者

改写者就无须获得科学版本权人的许可。诚然,第三人完全可能独立利用相同的原始材料完成

相同的版本,①但即便是独立完成的版本,也只有在满足“与在先已知版本存在实质性区别”的前

提下,才可以主张版本权。② 这就与著作权基于作品独创取得的基本原则存在明显的区别。根

据该原则,作品只要系作者独立创作完成就具有独创性,即使与在先作品相同,该作者也可享有

著作权。之所以会存在这种区别,或许是因为:著作权旨在保护作者的人格与个性,人们创作作

品,如写一首小诗、拍摄一幅风景照,完全可能出于不期而至的灵感或者一时的感兴,而非总是事

先做全面的在先作品检索和研究;而对古籍进行整理,必须尽可能全面搜集和整理与该古籍相关

的所有文献,完全不知晓在先已出版的特定版本而整理出相同版本的人,自然不能主张版本权。
否则,就与科学版本权的立法宗旨———促进人们基于严谨、科学的整理活动推出自认为符合古籍

原意的不同版本———明显相悖。
界定科学版本权的客体,必须考虑以下4个要件:③(1)所整理的必须是不受著作权保护的

作品或者文本。科学版本权只适用于不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或者文本版本。这就是说,在出版

时,所整理的原始文献材料,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必须不在著作权保护之列。这就可能存在多种

情形:其一,因著作权保护期届满而进入公共领域的作品;其二,从未受到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如
《德国著作权法》第5条意义上的官方作品;其三,历史上曾经湮没、丢失、根本不构成作品的文献

材料。④ 根据《德国著作权法》第2条第1款关于作品类型的规定,这里所谓作品并不限于文本、
文字作品,而是涵盖地图、平面图、美术作品和电影作品。而文本则同时指未达到创作高度因而

不受著作权保护的文字材料。至于作为文本的其他作品,则必须具备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

性。⑤ (2)保护客体仅限于版本。这里所谓版本,不能从出版技术意义上理解,而是指科学家作

为整理者的智力成果,但又不能仅仅理解为科学家的原始手稿。在宽泛的作品语境下,版本不限

于通过文字固定的版本。作为作品载体的,既可以是书籍,也可以是录音带、录像带、光盘、多功

能数字光盘和数据存储器。(3)受保护的版本必须是科学整理的成果。也就是说,仅仅发现古籍

文本不足以成就版本权,只有基于科学点校,整理形成新的“原创性文本”,才能主张科学版本权。
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依据科学方法进行的点校、归类和权衡取舍。⑥ 不做取舍选择或者仅仅发

·591·

古籍点校科学版本的邻接权保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Vgl.Schricker/Loewenheim/Loewenheim,Urheberrecht6.Auflage2020,§70Rn.9.
Vgl.Dreier/Schulze/Dreier,6.Aufl.2018,UrhG§70Rn.2.
Vgl.Dreier/Schulze/Dreier,6.Aufl.2018,UrhG§71Rn.5-8.
Vgl.BGHGRUR1975,667;RuzickaUFITA84/1979,65,67.
Vgl.Schricker/Loewenheim/Loewenheim,Urheberrecht6.Auflage2020,§70Rn.5.
Vgl.BGHGRUR1975,667,668-Reichswehrprozess.



表所发现的材料,不能成就科学版本权保护的条件。① 当然,这样亦可能产生汇编作品或者数据

库作品,但与科学版本权无关。尽管对于科学版本的认定而言,说明、阐释和脚注并非必要,但一

般来说,其足以作为认定相关活动科学性的证据。整理者对文本所作的补遗和完善亦是如此。
但是,整理活动和整理成果科学性的认定与文本是否包含上述内容无关。② 整理者是否进行了

《德国著作权法》第2条第2款意义上的“智力创作”亦非认定科学版本的要件,这种旨在保护忠

实于原文的点校活动的权利,不允许对所发现的文献材料进行创作性的改写。(4)受保护的版本

必须与在先版本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只有与在先版本存在实质性区别的新版,才能适用《德国著

作权法》第70条的规定。这是因为只有那些能提供知识增量的版本,才有保护价值。不言而喻,
只有存在在先版本时,实质性区别要件才有讨论的空间。如果经过深入的科学整理推出的版本

与在先版本几乎完全一致,那么即便有很高的科研投入,也无法获得《德国著作权法》第70条的

保护。③ 这表明,虽然科学版本权意在激励和保护版本研究中的投入,但是权利能否产生,并非

与成本高低和人力物力投入程度直接相关,而是取决于最终版本的价值,即是否与在先版本存在

实质性的区别。④ 至于如何认定实质性区别,不能一概而论,只能因个案而异。可以考量的因素

或可包括与在先版本区别的大小以及这种区别对古籍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即科学版本整理者贡献

的大小。
(二)科学版本权的属性与内容

在权利属性上,科学版本权属于邻接权的范畴,但其权利内容却与著作权基本相同,可准用

《德国著作权法》第一部分有关狭义著作权的规定。具体来说,如果整理的作品系文字文本,那么

由此产生的科学版本权在内容上与文字作品著作权相当。如果整理的为音乐手稿,那么整理者

所享版本权的内容与音乐作品著作权相当。这表明科学版本权的内容涵盖包括复制权、发行权、
表演权、演绎权和网络传播权在内的财产权利以及包括发表权、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在内的

人身权。⑤ 当然,作品类型不同,科学版本权的具体内容亦存在相应的区别。与著作权一样,科
学版本权也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其限制亦适用于有关著作权限制的法律条款。

对于科学版本权包含的人身权的影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众所周知,大陆法系国家著

作权的传统和特色在于其兼具人身权和财产权内容。关于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的关系,又出现

了两种立法模式:“二元论”模式与“一元论”模式。“二元论”模式以法国著作权法为代表,主张著

作人身权与财产权虽然均属于著作权的内容,但是彼此分立,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著作人身权

可永续存在且不可转让;而著作财产权则有期限限制,可以自由转让。⑥ 我国著作权法亦采“二
元论”模式。德国著作权法则采“一元论”模式,主张作品直接反映作者的人格,因而也就打上了

作者的烙印。因此,在《德国著作权法》第11条的规定中,作者处于中心地位,其所谓“著作权”,
就是“作者权”,而非“作品权”,更不是“版权”。而著作权所保护的就是“作者与其作品的智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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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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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OLGBraunschweigGRUR1974,411-Zinn-Stadtmarken.
Vgl.Schricker/Loewenheim/Loewenheim,Urheberrecht6.Auflage2020,§70Rn.3,7.
Vgl.Schricker/Loewenheim/Loewenheim,Urheberrecht6.Auflage2020,§70Rn.8.
Vgl.BeckOKUrhR/Lauber-Rönsberg,17.Ed.1.8.2017,UrhG§70,Rn.12.
Vgl.SieheHaimoSchack,Urheberrecht—undUrhebervertragesrecht(8.Auflage),MohrSiebeckTübingen

2017,Rn.736.
参见何怀文:《我国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协调的法律原则》,《知识产权》2015年第9期。



人身关系以及与作品利用的关系”。这样,所谓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就只是理论上的划分,二者

实际上融为一体,每种权利都同时保障作者的人身和财产利益。① 由于人身权不可转让,融著作

人身权和财产权于一体的著作权自然也不得转让。科学版本权既然因适用有关著作权的规定而

包含人身权,那么在法律上也就不能转让。德国著名学者乌默教授形象地将著作权比喻成一棵

树,这棵树有两条根即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深埋地下。著作权所包含的各种权利好比树上

的枝叶,它们都同时从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两条根须吸取养料,因而也就兼具二者属性。这样,
树(著作权)、枝叶(各种权利)均不能转让,能够转让的只是枝枝叶叶上结出的果实。因此,在德

国,他人只能通过与著作权人缔结合同来获得著作权用益权。②

因版本整理并未达到德国著作权法上的“创作”高度,故科学版本权虽然在权利内容上可类

比于文字作品、音乐作品著作权,但是保护期则大为缩短。根据《德国著作权法》第70条第3款

的规定,该项权利自科学版本发表之日起25年后消灭。若特定科学版本自制作完成后25年内

未发表,则该项权利不再受保护。
(三)权利归属:版本整理者

一如德国法上著作权归于作者的创作原则,科学版本权亦由实际的整理者享有。换言之,整
理者基于其点校贡献原始取得科学版本权,其所在机构和出版社只能通过与原始权利人签订许

可合同来取得使用权。③ 必须说明的是,整理者所从事的工作并非仅限于单纯的点校,而是涵盖

注释、说明和阐释,但整理者原始取得科学版本权的原因在于,其通过点校形成了与在先古籍版

本存在实质性区别的版本。由于科学版本在德国被视为一种个人的智力创作成果,因此其整理

者的法律地位与作品作者的法律地位相类似。④ 这就决定了,科学版本权人即整理者只能是自

然人。如果多人共同整理出科学版本,那么可根据《德国著作权法》第8条第1款关于“合作作

者”的规定,认定为合作整理者,其可依据该法第8条第2款的规定共同共有科学版本权。⑤ 在

实践中,合作整理者可以通过合同约定授权其中一人行使科学版本的使用权。

四、我国古籍点校科学版本邻接权制度建构

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尤其是人民法院对保护古籍版本的尝试亦主要局限在传统著作权框架

内,即将古籍版本认定为演绎作品、汇编作品给予保护。应该说,上述努力在解决古籍版本侵权

纠纷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尽管如此,在邻接权制度已普遍建立,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各国

均已将科学版本权纳入正式立法中的邻接权体系,且我国在著作权立法之初就已采纳著作权与

邻接权二分模式的大背景下,仍然适用传统著作权法律规则去处理古籍点校版本侵权纠纷难谓

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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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长远,我国可以考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有关权”章
引入有关科学版本权的规定。由于我国著作权法的最近一次修订发生在2020年,短期内难以重

启修法程序,因此,就当前而言,人民法院在审理古籍点校版本侵权纠纷时,完全可以参考科学版

本权的法理,认定可给予保护的科学版本,进而对恶意抄袭、复制出版相同版本者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规定,裁决其行为违反基本的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损害古籍

点校者和出版社的合法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停止不正当竞争,并赔偿点校者和出版社

的经济损失。这样,通过判例的积累,加深对科学版本权保护机理的认识,为后续立法提供第一

手资料。就此而言,我国现有成案就古籍点校成果构成演绎作品的判决理由,尤其是其中的独创

性分析,足以为今后认定科学版本实质性区别提供有益参考。在“科学版本权”的制度设计上,笔
者试拟出以下条款。

“第X条 古籍作品科学版本权

不受著作权保护的古籍作品或者文本的科学版本准用本法有关作品著作权的规定而受保

护。其中,科学版本是指对上述古籍作品或者文本进行点校形成的、与该作品或者文本在先已知

版本存在实质性区别的版本。

该权利由版本的点校者享有。

该权利在版本出版之后10年消灭,但版本在制作完成后10年内未出版的,该权利亦消灭。”

为便于理解和讨论,对上述条款所用术语、权利产生的条件和权利内容、期限特作如下说明。
第一,关于古籍作品的范围。根据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行业标准之一的2000年《古籍

定级标准》的规定,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

典装帧形式的书籍。我国法定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始于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的

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此前古文盛行,通常没有标点符号。在现实中,1912
年至1920年2月2日之间的部分书籍也被视为古籍。实际上,2009-2013年出版的“《中国古籍

总目》的收集范围就包括古代至民国初撰著并经写抄、印刷的历代汉文书籍”。① 根据《著作权

法》第23条的规定,作品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中的发表权保护期为作者有生之年加去世之

后50年,故上述古籍均已进入公共领域。年份的限定无非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1)新文化运动

导致的书籍出版装帧形式的显著变化,(2)新民主主义革命导致的出版物思想内容的巨大变化。
这样,所谓古籍主要系指作为中华传统文化载体的图书典籍。在著作权法语境下,对古籍点校版

本的保护,完全有必要延及所有处于公有领域的作品,即所谓“公版作品”。

第二,关于科学版本权的产生条件。由于科学版本实际上是在重新点校古籍作品时形成的

与在先已知版本存在实质性区别的版本,因此上述所拟条款将权利主体界定为“点校者”,而不采

用语义含混、易生歧见的“整理者”概念。其中,所谓“点校”,包括古籍整理过程中的标点、校勘、

补遗(修补)、删误和纠错,保护客体则限于最终形成的版本,不涵盖点校说明、论证和分析内容,

更不能及于古籍作品本身。至于“与在先已知版本存在实质性区别”这一要件,则系立法和法律

适用的重点难点问题,有待做专门的深入研究,在此仅做初步分析。就此而言,我国现有成案判

决就点校成果是否构成演绎作品的分析,颇具参考价值。有判决书认定:“对于体量较大的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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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李袁婕:《古籍整理成果的法律属性———兼评一起典型案例》,《中国文物报》2021年3月16日。



体小说而言,单纯的断句标点即存在取舍的创作空间。”①诚然,取舍空间的大小对于形成不同版

本具有某种决定性意义。点校并非仅限于标点,还涵盖校勘、补遗、删误和纠错等工作。判断点

校形成的版本是否符合保护条件,应综合考量其与在先版本区别的大小,这种区别在整部古籍作

品中所占比例,以及这种区别在版本学上的价值、对准确阐释古籍作品的意义乃至对于了解古籍

作品创作时代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的意义。以下试以我国2015年重大考古成果海昏侯墓

出土的《论语》简对《论语》版本的影响为例做些分析。海昏侯墓出土《论语》竹简500余枚,“目前

可释读的文字约为今本《论语》的三分之一”。② 与今本《论语》相比,海昏简《论语》具有以下特

点:(1)其“与今本之间存在一些差异,用字习惯亦不尽同”。这“表明此本的用字经过有意识整

理,似与今本《论语》及其源头《鲁论》属于不同的系统”。③ (2)“最引人注目的是,书中保存有《智
道》篇题和一些不见于今本的见闻”。④而这一考古重大发现的价值则体现在以下诸方面:⑤(1)
对于“全面、正确地认识儒家思想及其演进,深入研究西汉时期的思想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2)作为权威版本的《齐论》,海昏简《论语》对于“审视其他似为《齐论》的出土文献有着重要的参

考价值”。(3)作为“迄今所见殉葬《论语》抄本最早的墓葬”,海昏简《论语》“代表了《论语》的早期

面貌,具有重要的版本学价值”。(4)“海昏简《论语》体现了汉代儒学的整体发展,对重新审视汉

代儒学作品与先秦儒家典籍的关系具有很大意义。”(5)“海昏简《论语》使我们得以一观《齐论》原
貌,在经学研究方面具有重大价值。”如果考古工作者和《论语》研究专家以海昏简《论语》为基础,
参考其他历史文献,经过点校整理出《论语》新版,那么其可否被认定为科学版本呢? 对此,笔者

认为,首先,《论语》系中国两千多年来传播最广、影响也最大的典籍,当今流传的有多种版本,而
海昏简《论语》只是残本。其次,海昏简《论语》与今本《论语》存在实质性区别。就量而言,存在相

当数量的“用字”差异,海昏简《论文》保存有《智道》篇题和一些不见于今本《论语》的见闻。从质

上看,或者就这些区别所蕴含的史学、经学、哲学和版本学上的价值考察,这些区别意义重大。因

此,以海昏简《论语》为基础点校整理出的《论语》新版完全可以被认定为科学版本。
第三,关于科学版本权的内容和属性。尽管科学版本权的客体仅限于版本,但符合条件的版

本在相当程度上源于点校者具有一定智力含量的类创作行为,因而科学版本权的内容与著作权

相当,兼具人身权和财产权,具体内容则与同类型的作品著作权相当。我国对著作人身权和财产

权采取二元立法模式,二者相互分离,其中,人身权具有专属性,而财产权则可自由转让。同时,
我国著作权法对同类作品著作权的限制同样及于古籍科学版本权。

第四,关于科学版本权的保护期。鉴于我国著作权法赋予版式设计权的保护期为10年,对
科学版本权亦可拟定为10年,从科学版本出版之日起算。若相关版本完成10年后仍未出版的,
则不再受保护。如果将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科学版本权纳入我国著作权法修法的范围,那么

有必要就上述邻接权的保护期做市场调研和比较法考察,综合考虑国内市场实际诉求和国际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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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文物出版社2020年版,第80页。

参见彭明瀚:《刘贺藏珍: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文物出版社2020年版,第79~84页。



易的刚性约束来确定合理的保护期。

五、结 语

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增设旨在保护古籍点校者、整理者利益的科学版本权,并非仅仅出于解决

当前古籍点校版本侵权纠纷的权宜之计,而是完善版权产业法治、融入国际版权治理体系、参与

国际版权产业竞争的必然要求。就基本法理而言,科学版本权并非只能适用于严格意义的古籍,
而是可以延及所有公版作品。当然,进入现当代以后,随着出版技术不断进步和作品媒介保管、
保存手段的日臻完善,有价值的作品,无论是否公开发表,出现如传统古籍那样的校勘差异、疏漏

乃至湮没的概率极低,更遑论经过点校推出有实质性区别的新版。因此,对于现当代公版作品,
科学版本权或许鲜有适用的机会。正是基于上述考量,本文在标题设计、行文措辞和条款试拟时

才有意凸显科学版本权的古籍本位,彰显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

Abstract:ThepublicationandcollationofancientbooksinChinahaveseensignificant

growthandprosperityinthenewera.However,thishashighlightedadeficiencyinthelegal

protectionofthepunctuatingandcollatingachievementsofancientbooks,whichisanissuefor
Chinesecopyrightlaw.Accordingtothecopyrightlaw’sbasicprinciple,aneweditionresulting
fromcollationofanancientbookcannotbeprotectedasawork.Toaddressthis,newrelated
rightsshouldbeestablishedtoprotecttheseachievements.That’stosay,apersonwhopubli-
shesacriticalandscientificpublicationofaworkthatisnowinthepublicdomainshouldbeenti-
tledtotherightofscientificeditions.ByincorporatingtheserelatedrightsintoChina’scopy-
rightlaw,scientificresearchersandpublishersinthefieldofancientbookswillbeentitledto
theseprotections.Thiswillpromotethepublicationandcollationofancientbooks,establisha
fairmarketorderfortheirpublication,andpromotethedevelopmentofculturalprogramsand
industries.

KeyWords:neweditionsresultingfrompunctuatingandcollatingancientbooks,rightof
scientificeditions,therelatedrights,workshavingcomeintothepublicdomain

责任编辑  何 艳

·002·

法 商 研 究 2023年第4期(总第216期)




